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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知识溢出与全域数字化转型

———兼析数字政策和发展状态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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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技术转

移则为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动能。 采用 30 个省份 2012—2024 年的面板数据,以国家技

术转移中心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条件-过程-结果”三维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地区全域数字化转

型水平,研究发现: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显著推动了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且该作用随着转型

水平的提高而增强;技术转移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知识流动、促进知识吸收、促进知识累积

3 条路径)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市场化水平提高均显著强化了技术转移对全域

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表明数字政策的实施和地区发展状态的改善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因此,

应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构建多层次技术转移体系,打通知识溢出渠道,增强知识流动、吸收、累积

效能,并完善数字政策体系,持续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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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4 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全域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并系统部署城市全域数

字化转型工作。 全域数字化转型以系统性思维突破传统单点改造局限,通过全方位重构数字基础设施、
多领域打通治理壁垒、全过程优化转型实施路径,构建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转型体系。 全域数

字化转型不仅为数字中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提供强大支撑,还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注入新动能。 然而,在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实践中,依然面临着“数据孤岛”现象普遍、业务场景覆盖不

全面、创新供给不足等多层次、多维度困境(马雪松
 

等,2025) [1] ,如何突破上述转型困局,推动全域数字

化转型提档升级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目前,对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相关文献聚焦于阐释全域数字化转型

的基本内涵和核心特征。 “全域”是指全方位、多领域、跨界域,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种以系统化思维为

导向,通过整合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实现跨领域、跨层级协同转型升级的数字化变革模式(刘祺,
2025) [2] 。 全域数字化转型强调整体协同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注重创造公共服务价值、行政管理价值

和社会发展价值,旨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汤志伟
 

等,2023;毕娟,2024) [3-4] 。
现有文献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研究,无论是在区域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都已非常丰

富,然而,尽管部分研究机构开始对全域数字化转型进行量化评估①,但学界对全域数字化转型的量化分

析还十分欠缺。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力,系统性的全域数字化转型则须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

各领域、各环节,但数字技术创新往往具有单点突破的特征,这就需要构建开放、高效的技术流通、融合

和应用体系,而技术转移在这一体系中发挥着关键枢纽作用。 技术转移通过购买、并购、投资等方式突

破技术壁垒,将离散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适配业务场景的解决方案,并进行跨主体、跨领域的技术再

配置,重构技术供给生态,进而为全域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林镇阳
 

等,2025) [5] 。 相关文献从多维

度实证考察了技术转移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应,如绿色技术转移与协同创新的互动关系(孙博文
 

等,
2024) [6]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毕克新

 

等,2015) [7] 、绿色技术转移对碳排

放的抑制作用(严翔
 

等,2023) [8] 、技术转移(收购)对企业创新方式及创新绩效的影响(Sears,2018;刘灿

雷
 

等,2024) [9-10] 。
近年来,部分文献关注到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的政策效应,并以其为外生冲击考察技术转移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包括对企业技术创新(郑曼妮
 

等,2024;王砚冰
 

等,2025;Xiao
 

et
 

al. ,2026;肖德
 

等,
2026) [11-14] 、新质生产力发展(甄红线

 

等,2025;杨飞虎
 

等,2026) [15-16]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张国琰
 

等,
2025;刘晨

 

等,2026) [17-18]等的推动作用,以及对城市(区域)创新(杨壮
 

等,2024) [19] 、创业( Li
 

et
 

al. ,
2025;王福涛

 

等,2026) [20-21] 、新质生产力(尹晓雪
 

等,2026) [22] 等的促进作用。 尽管有文献验证了国家

技术转移中心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李支
 

等,2025;胡电喜
 

等,2026) [23-24] ,但尚未有文献

考察技术转移对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究技术转移对地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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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伏羲智库和腾讯公司发布的《全域数字化转型评估模型研究》,针对零售行业构建了包含数字化战略、数字化应

用和数据基础能力的三维评估模型;国脉研究院发布的《2024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暨第十四届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

告》设计了由数字化支撑力、网络化共治力、智能化引领力、一体化创新力 4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31 个三级指标构

成的指标体系,并对 104 个代表性城市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评估。



域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基于 2012—2024 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

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第一,从全域数字化转型角度拓展了技术转移的经济效应研究,并为技

术转移的数字化转型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第二,从“全周期”视角构建了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水

平的“条件-过程-结果”三维评价指标体系(包含 3 个一级指标、6 个二级指标、16 个三级指标),为全域

数字化转型的量化研究提供了方法参考。 第三,基于知识溢出视角,探究了技术转移通过促进知识流

动、知识吸收和知识累积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机制,有助于深入认识技术转移的积极效应和促进

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 第四,基于数字政策和地区发展状态两个维度,考察了 3 项数字政策(政

府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以及地区产业

结构高级化和市场化对技术转移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为进一步完善技术转移体系、有效促

进全域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场覆盖全领域、贯穿全过程、实现全方位转型升级的系统性变革,需要在企业、
产业、区域等多层面协同发力、一体推进。 全域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据要素动能的充分释放,而技术创

新正是激活这一动能的核心力量(林镇阳
 

等,2025) [5] 。 然而,当前转型进程中存在技术基础薄弱、科技

成果转化不畅、创新要素配置低效等堵点(刘祺,2025) [2] ,在各层面形成多重制约,导致全域数字化转型

面临“不敢转、不会转、转不好”的现实困境。 基于此,本文分别基于转型条件、转型过程、转型结果 3 个

维度探究技术转移如何破解“不敢转”“不会转”“转不好”难题,进而有效推动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
 

从理论上看,知识溢出构成了技术转移促进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传导机制。 知识溢出是知识要

素经由流动、吸收、累积的递进环节,实现跨组织扩散与价值创造的系统性过程(赵勇
 

等,2009) [25] 。 这

一过程由知识流动、知识吸收与知识累积三个相互衔接的环节协同实现。 知识流动作为基础环节,为知

识溢出提供必要的传播渠道,确保技术知识能够从供给方向需求方有效转移;知识吸收作为核心环节,
决定接收方对流动知识的消化与转化,是突破“溢出壁垒”的关键所在;知识累积作为产出环节,将吸收

的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相互嵌套、循环强化的有机整体:知识流动拓宽的知

识边界直接决定了知识吸收的广度与可能性,知识吸收的深度与效率决定了流入的知识能否被有效内

化并迭代升级,经过有效吸收并实现累积的知识存量又会形成新的、更具价值的知识源,反过来激发和

支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知识流动。 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技术转移通过促进知识溢出(包括知识流

动、吸收和积累)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机制。

1. 技术转移对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在转型条件维度,技术转移重点破解全域数字化转型“不敢转”的基础难题。 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

转型属于高风险创新活动,其成功开展依赖于稳健的风险承担能力。 技术转移通过引进外部成熟技术

成果,有效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试错成本与不确定性,从而增强其风险承担能力,激发企业推进数字化

转型的内在动力(Xiao
 

et
 

al. ,2024) [13] 。 宏观层面,技术转移一方面通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创新资

源使用效率(刘大勇
 

等,2021) [26] ,另一方面依托标准化技术交易平台破除区域技术流通壁垒,从而推动

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发展环境的协同改善(李志国
 

等,2023) [27] ;同时,技术转移补贴、成果转化风险补

偿等政策工具有效降低了数字化滞后产业和地区引进数字技术的门槛,有助于改善转型条件不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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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在转型过程维度,技术转移重点解决全域数字化转型“不会转”的机制障碍。 高效的技术转移能够

加速共性数字技术的扩散与技术标准化进程,有效破解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足、技术适配难度大等转型

痛点(史丹
 

等,2023) [28] 。 例如:下游企业为实现转型升级而主动引入新技术、配套数字化管理系统,该
行为会通过技术适配传导机制倒逼上游企业进行生产与管理流程的数字化改造,形成产业智能化数字

化升级的链式叠加效应。 此外,在技术转移扩张过程中,技术交易体系与服务平台的完善为全域数字化

转型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障与平台支撑,有助于转型过程的顺畅推进。
在结果维度,技术转移重点解决全域数字化转型“转不好”的效能短板。 依托前期的条件夯实与过

程畅通,技术转移进一步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取得实质性成果。 随着数字技术应用的不断拓展和深化,
相关配套需求逐渐增加,并会带动发达地区关联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既使欠发达地区获得更多应用

场景与管理经验,加快其数字化转型进程,也促使发达地区逐步剥离低端产业环节,聚焦数字技术深耕

与数字产业布局,从而有效缩小区域间转型差距(李志国
 

等,2023) [27] ,最终形成区域间优势互补、协同

共进的数字化发展格局。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技术转移能够显著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

2. 技术转移的知识流动效应

技术转移产生知识流动效应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破除知识要素流通的制度性与空间性壁垒,实现

数字技术知识的跨地域、跨主体高效流转,其核心作用维度是“横向增效”,旨在构建开放互联的知识流

通网络以激发创新要素活力。
一方面,技术转移有利于形成高效协同的技术要素流通体系,从而发挥知识流动效应。 为促进技术

转移,政府通常会优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规范标准化交易流程,以降低知识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
进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实现跨地域、跨主体的高效转移。 创新主体利用技术转移获取先进

技术,能够显著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在创新数量、质量及综合表现上实现突破(刘灿雷
 

等,2024) 10] ,这将

促使其通过技术转移向外输出创新成果,进一步推动知识流动,并持续拓展双向互动的知识流通网络。
在实践中,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建设的知识流动效应尤为显著。 以广东省为例,2014 年设立国家技术转移

南方中心后,依托其搭建的技术交易平台和转化服务体系,次年全省专利转让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总量

突破 4. 15 万项,年增长率高达 71. 4%,充分表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建设显著促进了区域知识流动。
另一方面,知识流动发挥着重要的横向增效作用,能够为全域数字化转型注入核心动力。 具体而

言,知识流动有助于打破地域、组织、行业壁垒,加速数字技术、前沿经验、创新模式在多元主体间的横向

扩散,显著缩短数字技术从研发到应用的周期。 地区通过知识流入能够直接获取外部成熟技术成果,快
速弥补技术短板、降低转型试错成本,为本地全域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基础;本地技术能力不断提升,知
识流出随之增强,推动本地创新成果向外辐射。 这种双向的知识流动进一步在空间上集聚整合创新要

素,持续催生数字技术创新成果(马述忠
 

等,2025) [29] ,扩大技术影响力并形成正向创新激励,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驱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并通过区域间技术协同创新机制实现数字技术应用

场景的全域覆盖,加速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技术转移通过促进知识流动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

3. 技术转移的知识吸收效应

技术转移产生知识吸收效应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构建支撑体系提升创新主体对外部数字技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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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解码、内化与应用能力,其核心作用维度是“纵向提质”,旨在实现外部知识向内生创新能力的转化,

解决知识落地应用的适配性问题。

一方面,技术转移通过人才支撑与创新生态优化的双重驱动贯通知识价值转化链路,系统性提升创

新主体的知识吸收和内化能力。 促进技术转移需要培养和壮大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队伍,这些专业人

才大多数进入企业担任技术转化顾问,直接提升了企业的知识解码能力。 从实践来看,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建设过程中普遍强化人才培养,通过体系化课程、分层实训和生态化资源整合培育兼具技术洞察与商

业思维的专业技术经理人。 如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东部中心)实施“技术转移人才 TEAM 赋能

计划”,2023 年培养技术转移相关硕士学历人才 289 人,梯度化非学历教育培养专业技术经理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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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①。 此外,技术转移还能在推动产学研合作方面产生显著的联动强化效应,推动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

之间开展目标明确、技术针对性强的合作(王砚冰
 

等,2025) [12] ,促进产业部门与研发部门需求的精准适

配和合作研发,从而提升产业部门对研发部门技术的吸收能力(陈骁
 

等,2025) [30] 。

另一方面,知识是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其吸收与转化效率直接决定了转型的深度与质

量,发挥着关键的纵向提质作用。 知识吸收的过程可分解为投入与产出两个阶段,投入阶段强调主动获

取和消化外部知识,产出阶段则体现为将外部知识内化后形成新的知识创造。 知识吸收的广度和深度

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转型主体必须通过知识吸收将外部知识深度内化为自身创新能力,实现知识要

素从投入到产出的高效流转与价值转化,才能拓展认知维度,从单纯的技术应用向全方位转型升级,进

而为全域数字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推动形成具有自我进化能力的数字化发展新生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3:技术转移通过促进知识吸收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

4. 技术转移的知识累积效应

技术转移产生知识累积效应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改善创新生态实现数字技术知识的持续性沉淀、

迭代与质化升级,其核心作用维度是“全面进阶”,旨在构建知识沉淀长效机制以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的

进阶升级,解决转型的系统性与可持续性问题。

一方面,技术转移有助于创新资源集聚与网络协同,在推动知识累积方面发挥着核心载体作用。 技

术转移的推进,通过汇聚技术转移机构、投融资平台及多元创新主体破解技术交易中的信息壁垒与确权

确价难题,显著增强地区对知识要素的吸引力(杨壮
 

等,2024) [19] ;其网络化链接机制还可大幅提升创新

要素集聚水平(王星匀
 

等,2024) [31] ,推动形成知识共享、协同研发的创新生态,加速技术创新和知识累

积。 在实践中,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建设通过政策引导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持续激励企业、高校及

科研机构等重要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构建起长效知识累积机制。 以江苏省国家技术转移苏南中心

为例,设立后一年内即吸引了 61 家国内外知名科技服务机构入驻,成功构建了集成化科技创新服务平

台,拥有合作机构 109 家、科技企业 6
 

264 家、科技金融专家 400 多名②。

另一方面,知识累积,尤其是数字技术知识的累积将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实现横纵联合的立体式进

阶发展。 具体而言,随着知识在区域内不断沉淀与迭代,不同主体的数字化能力逐步形成协同效应,构

建起数字驱动的覆盖技术研发、应用推广、产业融合的完整生态体系(林镇阳
 

等,2025) [5] 。 这种协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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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2023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https: / / www. netcchina. com / archives / 25510。

 

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https: / / www. most. gov. cn / kjbgz / 201501 / t20150126_117914. html。



一步赋能产业与区域的深度融合发展:区域充分利用产业的技术、人才与创新能力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

利用,产业精准地把握区域需求并提供契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共同提升竞争力(张夏恒,2025) [32] 。 更

重要的是,这种知识累积不仅表现为量的增长,更体现为质的飞跃,即通过知识的交叉融合与创新重组

催生新的数字技术、业态、模式,推动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变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4:技术转移通过促进知识累积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度

与传统数字化转型不同,全域数字化转型并非单一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或局部流程的数字化改造,

而是数字文明时代区域治理形态演进的高级阶段,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

深度渗透为驱动,实现对区域治理全领域、全流程、全主体的系统性重构。 这一过程呈现出涵盖全领域、

贯穿全周期、多主体协同的鲜明特征,是一个动态跃升的数字化演进过程。 基于这一理解并参考相关研

究(伦晓波
 

等,2022;聂长飞
 

等,2023) [33-34] ,本文从“全周期”视角构建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条件-过程-

结果”三维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其中,条件维度是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底线支撑”,包括数字基础设

施的硬底座与数字发展环境的软生态;过程维度是转型的“实践桥梁”,以数字财政金融支持和数字政府

建设为关键推进实际转型行动;结果维度则是转型的“价值落点”,以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技术创新体现

转型的价值创造。 三者从基础铺垫到实践推进,再到价值兑现,层层递进、相互支撑,覆盖全域数字化转

型的全流程。 本文采用该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测度 2012—2024 年样本省份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

结果显示: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均值自 2012 年的 0. 66 逐步攀升至 2024 年的 2. 22,年均增长率达

10. 66%,表明我国全域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各分维度也呈稳步增长态势,条件维度指数、过程维度指数

和结果维度指数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10. 05%、7. 78%和 14. 80%,进一步说明全域数字化转型成效

显著。

表 1　 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条件维度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发展环境

光缆线路长度 +

移动电话普及率 +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

平均受教育年限 +

过程维度

数字财政金融支持

数字政府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数字财政支出 +

数字基础设施投资额 +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 +

政务微博竞争力指数 +

政府数字关注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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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结果维度

数字产业发展

数字技术创新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

软件业务收入 +

电信营业收入 +

当年授权的数字经济相关发明数量 +

技术合同成交额 +

　 　 注:“数字财政支出”为各省财政厅(局)公布的决算报告中信息化建设支出(科目编码类为 201、款为

06、项为 07),“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来自白皮书数据库,“政务微博竞争力指数”来自人民日报《政务

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政府数字关注度” 通过对各省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得到(刘毛桃
 

等,

2023) [35] ,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EPS 数据库等。

2. 基准模型构建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开放技术市场,以技术商品化的

顶层设计为技术转移提供了制度基础。 此后,我国技术转移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

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技术转移被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环节。 在

技术转移体系建设过程中,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引导政策,其中,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建设是一项典型

的技术转移支持政策。 2013 年,科技部印发《技术市场“十二五”发展规划》,创造性地提出了“2+N”技

术转移体系架构。 其中,“2”代表北京中关村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和深圳国家技术转移南方中心,“ N”
则代表在武汉、上海、西安等地建设的大区域技术转移中心。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是功能明确、分步推进

的国家战略,其布局着眼于中心在全国创新网络中的功能分工与辐射能力,各中心承担着差异化职能。
在该政策引导下,覆盖全国的技术转移平台逐步形成,标志着我国技术转移体系进入系统化落地阶段,
对科技成果转化及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作为区域技术转移的核心枢纽,
以搭建技术交易平台、整合创新要素、推动成果转化为核心功能,在不同层面精准发力,有效促进了区域

技术转移,因此,其政策效应能够反映技术转移的作用效果。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具有分批次、长跨度的时序特征,2013—2023 年共设立 12 家国家技术转

移中心,体现了国家在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中的系统统筹与渐进实施。 12 个中心包括苏南、东部、中部、西
北、西南、东北、海峡等区域中心,虽以区域命名,但其共同属性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的核心节点,故统称

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在建设单元上,尽管各中心服务范围定位于区域,但其运行高度依赖所在省份

的资源支撑,如郑州中心被列入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西北中心由陕西省多家单位联合共建(郑曼妮
 

等,2024) [11] ,可以说省份是该政策落地的初始单元,以省级区域为基准单元可以有效识别其政策效应。
基于此,本文以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为外生冲击,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技术转移对全域数字

化转型的影响。 构建基准模型如式(1)所示:
CDTit =α0 +α1TTC it+γX it+μi+ηt+εit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CDT 为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核心解释变量 TTC

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的政策虚拟变量(设立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X 代表一系

列可能影响全域数字化水平的控制变量合集,μi 和 ηt 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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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扰动项。
借鉴相关研究(葛和平

 

等,2021;彭刚
 

等,2025) [36-37] ,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第一,经济发展规模

(GDP),采用地区生产总值(亿元)的自然对数值衡量。 经济发展规模是全域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石。
第二,财政投入(GOV),采用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为匹配整套指标值域,避
免变量量级差异带来的回归偏误,进行乘以 10 处理)。 政府财政投入能够为全域数字化转型提供政策

保障和资源支撑。 第三,人口规模(POP),采用年末常住人口(万人)的自然对数值衡量。 人口集聚能够

产生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较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更广阔的数字消费市场、更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和更

密集的数字应用场景,能够为数字化转型提供需求支撑和创新土壤。 第四,金融发展水平(FIN)。 采用

金融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 金融发展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本配置,为全域数

字化转型提供关键的资金支持。 第五,对外开放程度(FDI)。 采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换算成人民币,万
元)的自然对数值衡量。 对外开放不仅促进资本流动,还带来技术溢出,是影响全域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因素。

3.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基于政策演进与数据可获性,本文的样本区间设定为 2012—2024 年,即采用 2012—2024 年我国 30
个省级区域(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EPS 数据库、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等。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 全域数字化转型指数(取值范围为 0 ~ 10)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 122 和 6. 155,意味着不同省

份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差异较大,存在空间不均衡特征;其均值为 1. 469,距离最优值 10 存在较大差距,
说明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总体偏低,亟待进一步提升。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全域数字化转型 CDT 390 1. 469 1. 141 0. 122 6. 155

核心解释变量 技术转移中心设立 TTC 390 0. 287 0. 453 0. 000 1. 000

控制变量

经济规模 GDP 390 9. 995 0. 895 7. 345 11. 861

财政支出 GOV 390 2. 516 1. 069 1. 049 7. 488

人口规模 POP 390 8. 211 0. 741 6. 347 9. 456

金融发展水平 FIN 390 3. 502 1. 050 1. 790 7. 983

对外开放程度 FDI 390 14. 399 2. 154 0. 000 16. 932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

表 3 为基准模型检验结果。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TTC 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显著推动了全域数字化转型。 从经济意义上看,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

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使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平均提高了 0.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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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样本均值 1. 469 的 22. 26%。 进一步检验技术转移对全域数字化转型 3 个维度的影响,TTC 的估

计系数均为正,且在条件维度和结果维度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

显著促进了全域数字化转型条件和结果的改善,从而为全域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动能。 由此,假说 1 得

到验证。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全域数字化转型 条件维度 过程维度 结果维度

TTC 0. 406∗∗∗(4. 49) 0. 327∗∗∗(4. 02) 0. 080∗∗∗(4. 58) 0. 005(0. 27) 0. 242∗∗∗(3. 82)

GDP 0. 636(1. 41) 0. 237∗∗(2. 46) 0. 404∗∗∗(3. 81) -0. 004( -0. 01)

GOV 0. 240∗∗(2. 24) 0. 076∗∗∗(3. 33) 0. 032(1. 26) 0. 132(1. 58)

POP 5. 242∗∗∗(5. 52) 1. 124∗∗∗(5. 53) -0. 071( -0. 32) 4. 189∗∗∗(5. 67)

FIN 0. 456∗∗∗(4. 75) 0. 112∗∗∗(5. 45) 0. 032(1. 42) 0. 312∗∗∗(4. 17)

FDI -0. 016( -1. 23) -0. 007∗∗∗( -2. 60) -0. 002( -0. 69) -0. 007( -0. 66)

常数项 0. 659∗∗∗(9. 24) -50. 038∗∗∗( -8. 42) -11. 641∗∗∗( -9. 16) -3. 135∗∗( -2. 25) -35. 262∗∗∗( -7. 62)

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90 390 390 390 390

R2 0. 698 0. 766 0. 851 0. 757 0. 588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下表同。

为考察在不同转型水平下政策效应的异质性,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估计。 分别在因变量

CDT 的 10%、30%、50%、70%、90%分位点进行回归,以捕捉政策变量在因变量不同分位上的异质性影

响,估计结果见表 4。 TTC 的系数在不同分位点上均显著为正,且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系数值逐渐增大,表
明技术转移对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推动效应随着转型水平的提高呈现边际递增趋势。 全域数字化转型水

平较高的地区,不仅拥有较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为技术转移后的落地应用提供更好支持,有效促

进技术适配和推广;还拥有更优的营商环境,能够显著降低技术交易中的风险与摩擦成本,增强技术供

需双方的合作意愿和信心。 因此,数字化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应更加注重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努力缩

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从而更充分地释放技术转移带来的数字红利。

表 4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10% 30% 50% 70% 90%

TTC 0. 175∗∗∗(10. 03) 0. 252∗∗∗(13. 82) 0. 343∗∗∗(6. 44) 0. 600∗∗∗(10. 98) 1. 092∗∗∗(10. 56)

N 390 390 390 390 390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和省份及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估计结果略,下表同。

2. 事前平行趋势与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事前平行趋势是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有效的重要前提,即政策实施前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全域数

字化转型水平应有一致的变化趋势。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分析,检验结果见图 1。 在国家

技术转移中心设立前,系数在 0 附近波动且不显著,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水平并未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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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显著差异,符合事前平行趋势假设;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 2 年后,系数显著为正并持续增大,表明中

心设立对全域数字化转型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应。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目前,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的异质性处理效应(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

讨论。 异质性处理效应是指同一处理组内不同个体存在差异化的处理效应,此时计算的平均处理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E)可能不是各处理效应的凸加权平均和,且可能会出现“负权重”,而当“负
权重”过大时会得出与真实 ATE 相去甚远的结论。 原因在于,较早接受处理的样本会成为较晚接受处理

样本的控制组,此时,控制组的趋势中混入了处理效应,因而存在“坏的控制组”问题( Goodman-Bacon,
2021) [38] 。 Bacon 分解结果见表 5,不合适的处理效应 (即后处理组与先处理组的比较) 占比仅为

16. 97%,合适的处理效应(处理组与从未接受处理组以及先处理组与后处理组的比较) 占比高达

83. 03%,说明异质性处理效应不会对估计结果造成产生严重干扰。 进一步引入 Callaway 和 Sant’ Anna
(2021) [39]提出的“ CS 估计量”、Borusyak 等( 2024) [40] 提出的“插补估计量”、 De

 

Chaisemartin 和 D’
 

Haultfoeuille(2020) [41]提出的“DCDH 估计量”、Sun 和 Abraham(2021) [42] 提出的“SA 估计量”进行事件

分析,并计算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结果见图 2。 无论采

用何种估计方法,均符合事前平行趋势的要求,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图 2　 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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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Bacon 分解结果

控制类型 权重 估计值

处理组
 

VS
 

从未接受处理组 80. 03% 0. 552

先处理组
 

VS
 

后处理组 3. 00% -1. 869

后处理组
 

VS
 

先处理组 16. 97% -0. 343

3. 内生性处理

(1)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基准模型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逆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

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 借鉴 Nunn 和 Qian(2014) [43] 的研究思路,通过历史不变变量与时变变量相

乘构造工具变量:以时间趋势与 1987 年高校数的交乘项为 IV1,以滞后一期的专利侵权结案与 1987 年

高校数的交乘项为 IV2。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是基于地区条件遴选的结果,其中,产学研发展情况

是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重要渠道,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紧密相关;而 1987 年高校数是历史数

据,对当前的全域数字化转型影响较小。 因此,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 2SLS 检验结果见表

6 的 Panel
 

A: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远大于 Stock-Yogo 对应的 10%临界值 16. 38,说明不存在弱工

具变量问题;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均与 TTC 显著正相关,与理论预期相符;第二阶段回

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拟合的 TTC′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后,技
术转移显著推动了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结论依然成立。

(2)PSM-DID 检验。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并非随机的,为缓解样本自选择偏误,采用 PSM 方法

进行样本匹配。 以基准模型的 5 个控制变量为匹配协变量,分别进行 1 ∶ 1 最近邻匹配和核匹配,匹配

后协变量的标准差偏差绝对值均小于 10%,平衡性检验结果无法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无系统性差

异的原假设。 采用匹配后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 6 的 Panel
 

B,TTC 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研究结论。

表 6　 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Panel
 

A:工具变量法 Panel
 

B:PSM-DID 检验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卡尺最近邻匹配 核匹配

TTC CDT TTC CDT CDT CDT

IV1 0. 001∗∗∗(7. 36)

IV2 0. 021∗∗∗(6. 34)

TTC′ 2. 948
 ∗∗∗(7

 

. 12) 3. 335∗∗∗(6. 35)

TTC 0. 304∗∗∗(3. 95) 0. 282∗∗∗(3. 65)

Wald-F 检验 54. 192 40. 244

N 390 390 390 390 363 356

R2 0. 404 0. 674 0. 175 0. 597 0. 773 0. 779

4. 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其他随机因素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干扰,通过随机抽取相应数量的省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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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构造伪政策变量进行安慰剂检验,重复 1
 

000 次得到 1
 

000 个伪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其分布如

图 3 所示。 伪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布在零值附近且与正态分布非常接近,大多数 P 值大于 0. 1,而基

准回归的系数(0. 327)位于分布的极端右侧,落在随机相关范围之外,说明基准模型得到的政策效应并

非由除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之外的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引致。

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

(2)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合成双重差分法。 为进一步缓解样本选择偏误和潜在内生性对估计结

果的影响,采用 Arkhangelsky 等(2021) [44]提出的合成控制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 第二,剔除直辖市样

本。 考虑到直辖市与其他省份在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删除直辖市样本后重新

进行回归。 第三,数据缩尾处理。 为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对样本数据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

理后重新进行回归。 第四,更改聚类方法。 基准模型采用普通标准误进行估计,将标准误在省份层面进

行聚类调整,以控制同一省份内不同年份观测值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 第五,增加交互固定效应。 在

基准模型中增加省份与年份的交互项固定效应,以控制省份的时间趋势特征。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见

表 7,均表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显著推动了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

表 7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合成 DID 剔除直辖市样本 数据缩尾处理 更改聚类方法 增加交互固定效应

CDT CDT CDT CDT CDT

TTC 0. 629∗∗∗(4. 03) 0. 361∗∗∗(4. 32) 0. 326∗∗∗(4. 12) 0. 327∗∗(2. 46) 0. 327∗∗∗(4. 02)

N 390 338 390 390 390

R2 0. 776 0. 774 0. 766 0. 766

5. 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从知识溢出视角,分别检验知识流动、知识吸收、知识累积在技术转移推动

全域数字化转型中的传导机制。 构建机制检验模型如式(2)所示:
MEDit =β0 +β1TTC it+γX it+μi+ηt+εit (2)
其中,MED 为机制变量,其他变量同式(1)。 所谓知识溢出,即一方拥有的知识经过扩散被其他方

531

聂长飞,程婧:技术转移、知识溢出与全域数字化转型



吸收产生外部效益(Jaffe
 

et
 

al. ,2000) [45] 。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流动代表“扩散”,通常以内化知识外化

流动的专利交易活动衡量(刘大勇
 

等,2021;杨本建
 

等,2025) [26][46] ;知识吸收代表“吸收”,通常以对知

识的实际利用及创造能力衡量(俞立平
 

等,2021;高波
 

等,2023) [47-48] ;知识累积代表“效益”,通常以知

识扩散、吸收后引致的知识和创业增量衡量(高波
 

等,2023) [48] 。
(1)知识流动效应。 以知识流出、知识流入、知识流动总量 3 项指标衡量各省份的知识流动水平,其

中,知识流出采用作为专利转出地的转让记录数衡量,知识流入采用作为专利转入地的转让记录数衡

量,二者相加得到知识流动总数,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8 的 Panel
 

A,
TTC 的系数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显著促进了知识流出和知识流

入,从而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流动效应。 由此可见,技术转移能够通过促进知识技术流动的途径推动全域

数字化转型,假说 2 得以验证。
(2)知识吸收效应。 本文从知识吸收的产出端与投入端,采用知识创造和创新投入两项指标衡量地

区知识吸收水平:在产出端,采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中的知识创造效用人均值衡量知识创造

水平,该指标涵盖研发投入、专利、论文等综合创新成果,能够反映地区对知识的吸收整合与转化应用状

况;在投入端,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作为衡量地区创新投入的代理

变量。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8 的 Panel
 

B,TTC 的系数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的设立显著促进了知识创造能力提高和创新投入增加,即产生了显著的知识吸收效应。 由此可见,技术

转移能够通过促进知识吸收的途径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假说 3 得以验证。
(3)知识累积效应。 知识流动和吸收后,会进一步在区域内累积,同时,研发创新行为本身存在累积

效应,即前期的创新产出可以视为未来的创新基础,进而通过技术积累形成知识资本(孙传旺
 

等,
2023) [49] 。 本文采用知识增量和新增高新企业数两项指标衡量地区知识累积水平。 通过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支出和知识存量折旧率核算各省份各年度的研发资本存量(高波
 

等,2023) [48] ,再用当年存量减

去上一年存量得到知识增量。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8 的 Panel
 

C,TTC 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设立显著增加了地区知识存量和新增高新企业数,即产生了显著知识累积效

应。 由此可见,技术转移能够通过促进知识累积的途径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假说 4 得以验证。

表 8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Panel

 

A:知识流动效应 Panel
 

B:知识吸收效应 Panel
 

C:知识累积效应

知识流出 知识流入 知识流动总量 知识创造 创新投入 知识增量 新增高新企业数

TTC 0. 263∗∗(2. 08) 0. 258∗∗(2. 19) 0. 521∗∗(2. 20) 0. 092∗∗(2. 24) 0. 089∗∗(2. 28) 0. 108∗∗∗(3. 61) 0. 884∗∗∗(3. 17)

N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R2 0. 522 0. 549 0. 550 0. 167 0. 680 0. 596 0. 401

五、拓展性研究

上述研究表明,技术转移显著推动了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本部分进一步分析在怎样的情形下该作

用更为有效。 一方面,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推进需要多项政策的协同发力。 事实上,
在样本期间,我国出台了多项数字政策以规范、引导和促进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这些数字政策不仅能

促进全域数字化转型,也可能对技术转移的数字化转型效应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全域数字化转型是在

地区发展过程中推进和实现的,而不同地区的发展状态存在显著差异。 发展状态不仅直接决定了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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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和条件,还会作用于转型路径、转型效率和转型效果,因而在不同的发展状态下技术

转移的数字化转型效应存在差异。 基于此,本文从数字政策和地区发展状态两个方面进行技术转移影

响全域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分析。 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式(3)所示:
CDTit = δ0 +δ1TTC it+δ2MODit+δ3TTC it×MODit+γX it+μi+ηt+εit (3)
其中,MOD 代表调节变量,其他变量与式(1)一致。

1. 数字政策的调节作用

根据政策实施领域,数字政策大体上可分为数字政府、数字技术、数据要素 3 类。 数字政府建设通

过提升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为技术转移提

供更加高效、透明的制度环境(王建秀
 

等,2024) [50] ;同时,政府数字平台建设能够缓解技术转移及其知

识溢出效应发挥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增强技术转移的知识溢出效应,并通过数字化监管与服务促进数

字创新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数字技术政策激励和支持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应用(郭丰
 

等,
2025) [51] ,会促使地区技术转移更多地偏向数字技术,进而以更广泛的数字技术扩散和应用更有效地推

动全域数字化转型。 数据是数字技术的核心要素,数据要素政策通过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和数据交易机

制以及加快数据平台建设,促进数据的市场化配置与高效流通(李晴
 

等,2023) [52] ,能够为数字技术的转

移及其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提供便利,并有利于转移技术的数据价值释放。 因此,数字政策的实施会强

化技术转移对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本文以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

3 类数字政策的代表,构建以下 3 个政策虚拟变量:公共数据开放(OPD,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当

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DIEP,设立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大数据综合试验区(BDPZ,设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当年

及以后年份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以其为调节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 9 的 Panel
 

A,3 个交互项的估计

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强化了技术转移

对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表 9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Panel
 

A:数字政策的调节作用 Panel
 

B:地区发展状态的调节作用

公共数据开放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产业结构高级化 市场化水平

CDT CDT CDT CDT CDT

TTC×OPD 0. 599∗∗∗(6. 32)

TTC×DIEP 0. 668∗∗∗(4. 13)

TTC×BDPZ 0. 916∗∗∗(6. 47)

TTC×IS 2. 376∗∗∗(4. 37)

TTC×MI 0. 381∗∗∗(9. 23)

N 390 390 390 390 390

R2 0. 791 0. 780 0. 797 0. 779 0. 813

2. 地区发展状态的调节作用

本文主要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两个方面刻画地区发展状态。 产业结构是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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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骨架,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质量以及转型潜力,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通常意味着经济

发展状态越好。 产业结构高级化将促进分工深化和产业链发展,在各领域产生更丰富的数字化转型需

求,为转移技术提供更多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和更大的数字技术迭代空间,从而推动数字化转型在全域范

围内的深度渗透与协同演进。 市场机制是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机制,市场化水平能够反映地区资源配

置效率、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 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资本、人才、
数据等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和充分,有利于技术转移快速向数字化转型等有发展潜力的领域集聚;同时,
市场化水平提高将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提升技术转移的供需对接效率,并强化技术转移的

知识溢出效应,进而放大技术转移对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因此,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市场化为

代表的地区发展状态改善能够强化技术转移对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本文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IS,计算公式为:第一产业生产值占比×1+第二产业生产值占比×2+

第三产业生产值占比×3)衡量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采用樊纲市场化指数(MI)衡量地区市场化水

平,以其为调节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 9 的 Panel
 

B。 TTC×IS 和 TTC×MI 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表明地区发展状态的改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强化了技术转移对地区全域数字化转

型的推动作用。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我国 30 个省份 2012—2024 年的面板数据,以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

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技术转移对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

设立显著推动了全域数字化转型,且随着转型水平的提高该作用逐渐增强;第二,知识溢出效应是技术

转移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机制,表现为技术转移能够通过促进知识流动、促进知识吸收、促进知

识累积 3 条路径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第三,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

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能够强化技术转移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推动效应,表明数字政策的实施会

正向调节技术转移对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第四,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提高能够强

化技术转移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推动效应,表明地区发展状态的改善会正向调节技术转移对全域数字化

转型的推动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其一,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持续激活全域数字化转型新动能。 以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为核心,加快

构建覆盖全域、多层协同的技术转移网络。 重点加强对中西部、北方等创新薄弱地区的技术转移中心支

持力度,强化其区域辐射功能,促进技术要素有序流向欠发达地区。 鼓励地方立足特色产业建设区域性

技术转移节点,形成国家级引领、区域级协同的多层次技术转移体系,全面提升技术和知识流动效率。
其二,打通知识溢出通道,增强知识流动、吸收、累积效能。 着力破除区域创新要素流动壁垒,构建

统一开放的跨省技术交易市场,畅通专利、人才、资金等要素的流通渠道,实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 设立

技术转移专项引导基金,支持企业开展外部专利引进、产学研联合研发,释放知识流动外溢与要素集聚

效应,强化各创新主体知识内化吸收效能。 引导技术转移中心所在区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完善人才引

进政策,打造区域创新要素集聚高地,为全域数字化转型注入持久动力。
其三,完善数字政策体系,探索技术转移的数字治理新范式。 加强技术转移与数字政策的有效衔

接,推动技术转移中心与政府数据平台互联,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现技术供需精准对接与知识服务

智能化。 引入区块链和 AI 技术,积极探索数字化治理新路径,建立全链条数字化服务体系,提升技术转

移的全域数字化转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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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实施差异化推进策略,充分释放技术转移的积极能效。 东部中心应加强与中西部地区的对接

协作,通过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与技术转移分中心联动破解其数字基建薄弱、技术承接能力不足等难题;
中西部中心应着力服务县域转型,建立轻型技术转移服务站并优化配套支持政策,推动特色产业数字化

升级。 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应依托技术转移中心搭建前沿技术对接平台,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共建联

合研发载体,促进技术深度转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应重点推广成熟的、低成本的数字化转型方

案,并构建以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为纽带的市场化联动机制,通过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培育专业经纪人等

方式破除市场化障碍,持续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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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However,
 

many
 

regions
 

in
 

China
 

currently
 

face
 

prominent
 

challenges
 

such
 

as
 

widespread
 

data
 

silos,
 

insufficient
 

coverage
 

of
 

business
 

scenarios,
 

and
 

weak
 

innovation
 

supply
 

capacity.
 

Relying
 

solely
 

on
 

piecemeal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cannot
 

fundamentally
 

resolve
 

these
 

transformation
 

bottlenecks.
 

Therefore,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efficient
 

and
 

smooth
 

technology
 

factor
 

circulation
 

system
 

has
 

become
 

an
 

urgent
 

priority.
 

As
 

an
 

emerging
 

concept,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mains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research,
 

with
 

a
 

notable
 

lack
 

of
 

quantitative
 

empirical
 

analysis
 

at
 

the
 

macro-regional
 

level
 

and
 

a
 

particular
 

scarcity
 

of
 

syste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s.
Using

 

panel
 

data
 

from
 

30
 

Chinese
 

provinces
 

from
 

2012
 

to
 

2024,
 

this
 

study
 

treats
 

the
 

establish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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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ploys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DID)
 

model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n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knowledge
 

spillover
 

perspective.
 

It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digital
 

economy-related
 

polic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ost
 

regions
 

and
 

effectively
 

alleviat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of
 

“ daring
 

not
 

to
 

transform,
 

lacking
 

the
 

know-how
 

to
 

transform,
 

and
 

failing
 

to
 

transform
 

well”
 

that
 

characterize
 

the
 

process.
 

Second,
 

technology
 

transfer
 

primarily
 

drives
 

this
 

transformation
 

through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s,
 

with
 

knowledge
 

flow,
 

knowledge
 

absorption,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serving
 

as
 

three
 

transmission
 

channels.
 

Third,
 

digital
 

government
 

policies,
 

digital
 

technology
 

policies,
 

and
 

data
 

factor
 

policies
 

all
 

exhibit
 

significant
 

synergistic
 

effects
 

with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s,
 

which
 

amplify
 

the
 

positive
 

impact
 

on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urth,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n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regions
 

with
 

a
 

stronger
 

transformation
 

foundation,
 

a
 

higher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a
 

greater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fou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ptimizing
 

the
 

spatial
 

layou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s
 

to
 

activate
 

transformation
 

momentum;
 

unblocking
 

knowledge
 

spillover
 

channel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flow,
 

absorption,
 

and
 

accumulation;
 

promoting
 

digital
 

policy
 

synergy
 

to
 

explore
 

new
 

paradigms
 

for
 

digital
 

governan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to
 

fully
 

leverage
 

the
 

driving
 

effects
 

of
 

these
 

centers.
Compared

 

with
 

existing
 

studie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fold.
 

First,
 

it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full-cycle
 

perspective
 

of
 

“ conditions-
process-outcomes,”

 

thereby
 

expanding
 

the
 

quantitative
 

boundaries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Second,
 

by
 

us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t
 

systematically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n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viding
 

both
 

new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hird,
 

from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perspective,
 

it
 

sequentially
 

examines
 

the
 

three
 

mechanisms
 

of
 

knowledge
 

flow,
 

knowledge
 

absorption,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revealing
 

the
 

“ black
 

box”
 

of
 

how
 

technology
 

transfer
 

empowers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urthermore,
 

it
 

tests
 

the
 

synergistic
 

empowering
 

effects
 

of
 

digital
 

economy
 

polic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digital
 

government,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ata
 

factors,
 

providing
 

solid
 

empirical
 

support
 

for
 

better
 

leveraging
 

the
 

role
 

of
 

a
 

capable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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